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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长三角与珠三角的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外向型特征，技术引进来源地的不同可能是其技术结构差异的

重要原因。将技术结构分为技术等级（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类型（技术进步偏向）两个维度，分析长三角和珠三

角的技术结构；将技术引进来源地区分为港澳台地区和其他地区(发达国家），分析不同来源地的技术溢出（进口

技术溢出和 FDI 技术溢出）对长三角和珠三角技术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以 20 世纪 90 年代为分界点，珠三角的

技术等级从高于长三角转为低于长三角；长三角的技术类型为资本偏向型，而珠三角的技术类型为劳动偏向型；来

源于发达国家的技术溢出促进了长三角技术等级的提升，并使其技术类型朝资本偏向型方向发展；来源于港澳台地

区的技术溢出抑制了珠三角技术等级的提升，且使其技术类型朝劳动偏向型方向发展。不同来源地的技术引进对地

区技术结构有不同的影响，各地区应根据自生的产业发展需求和要素禀赋结构选择适配的引进技术，并增强自主研

发能力，以促进地区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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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两个区域，长三角和珠三角的技术水平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二者的技术结构却不尽相同。

胡曙虹等(2014)在研究我国各区域高校知识创新绩效时发现，技术进步是影响长三角和珠三角全要素生产率的最主要因素，长

三角的技术进步水平略高于珠三角[1]。王晓东（2011)对制造业效率的比较研究也得出长三角的技术进步水平高于珠三角的结论
[2]。梁东黎（2010)基于技术进步的总价值和净价值的视角，进一步分析了长三角与珠三角在生产型技术引进、技术型技术引进

和自主创新型技术进步上的差异，结果表明，1999 一 2002 年获益水平由高到低为自主创新型技术进步、技术型技术引进、生产

型技术引进，总体上长三角大于珠三角;2003—2007 年获益水平由高到低为技术型技术引进、自主创新型技术进步、生产型技术

引进，长三角与珠三角获益水平相当[3]。赵艺(2015)对技术空间扩散的实证研究发现，长三角已经跨越“技术吸收”的门槛，国

外直接投资和技术差距对技术进步产生了正向作用，但珠三角仍然处于负向影响的门槛范围[4]。郑云(2015)对长三角和珠三角外

商直接投资和技术外溢效应的研究表明，长三角的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大于珠三角[5]。魏巍等(2017)研究发现，长三角的技术

等级总体上要高于珠三角，长三角的技术类型也与珠三角不同[6]。上述研究证实了长三角与珠三角存在显著的技术结构差异，但

是却没有深入分析造成技术结构差异的原因，不能为长三角和珠三角的技术提升和经济发展提供差异化的决策参考和策略。 

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发达国家和地区先进技术的引进（Kumer，2002;Acemogluetal，2007)[7-8]，而来

源于不同地区的技术可能会带来不一样的技术溢出效应。众多研究表明，港澳台地区和发达国家对我国的技术溢出作用不同，

主要表现为:港澳台地区对我国的技术溢出效应要弱于其他地区(白红菊，2013;俞峰，2014)[9-10]，尤其表现在沿海地区（张成等，

2016)[11];来源于港澳台地区的投资对生产效率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何枫等，2013)[12]，而其他地区的技术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

对整体技术水平的正面影响上（李铁立，2006)[13];港澳台地区的投资主要以中小企业和价值链低端的加工业为主，而其他发达

地区的投资则集中于跨国公司和高技术产业（孙早等，2014)[14]。长三角和珠三角作为我国经济发展外向型区域的代表，无论在

贸易开放度还是技术引进力度上都具有绝对的优势,二者的外资水平一直占我国吸收外资总量的一半以上（王晓红，2005)[15]。

大量经验研究显示，毗邻香港地区的区位优势、东莞地区对台资地区 IT 产业的承接、誉有“珠三角模式”的“三来一补”加工

贸易，使珠三角与港澳台地区的贸易往来密切并带动了珠三角企业的技术进步;而 20 世纪 90 年代浦东新区对先进技术和资本的

大规模招商引资造就了长三角的外资引入以发达国家为主（参见表 1)。不同的技术引进来源地是否对长三角和珠三角的技术结

构造成了不一样的影响？为此，本文将技术结构界定为技术等级和技术类型，参照魏巍等(2017)的做法[6]，以技术进步水平(全

要素生产率指数)衡量技术等级，以技术进步偏向性反映技术进步类型，量化分析长三角与珠三角的技术结构差异;并通过区分

港澳台地区和其他地区来研究不同来源地的技术溢出对长三角和珠三角技术进步结构的影响，进而从技术引进来源地角度解释

长三角与珠三角技术结构差异的原因，以期为各地区优化技术引进策略和加快技术转型升级提供决策参考。 

表 1长三角和珠三角代表产业外商投资企业法人和从业人员占比（截至 2013 年） 

港澳台地区 其他地区 港澳台地区 其他地区 港澳台地区 其他地区 港澳台地区 其他地区 

上海 3.3 6.9 12.3 31.70 2.3 5.2 5.0 13.7 

江苏 2.5 4.1 10.4 18.31 0.8 1.6 1.1 2.5 

浙江 1.9 2.0 8.3 8.60 0.6 1.5 1.1 2.3 

广东 7.5 2.7 27.5 15.30 2.5 1.4 6.6 3.6 

数据来源: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广东省第三次经济普查公告 

二、长三角与珠三角技术结构的差异 

1.长三角和珠三角的技术等级 

本文以通过 DEA 方法得到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来衡量技术等级。分析所用数据来源分为两个时间段:1993 年以前的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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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1993 年（含）以后的数据来源于《上海市统计年鉴》《浙江省统计年鉴》

《江苏省统计年鉴》和《广东省统计年鉴》；产出、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分别用 GDP、资本存量和年末劳动者人数衡量，其中

GDP 和资本存量以 1978 年为基期，资本存量采用永续盘存法得到（张军等，2004)[10]。各地区具体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见表 2。

分地区来看，受改革开放政策的影响，珠三角早期的技术等级提升加快，全要素生产率指数高于长三角，并在 1987 年达到了峰

值;但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随着浦东新区的对外开放和快速发展，大量先进技术的引进使得长三角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逐渐反

超珠三角并保持领先优势;2003 年，珠三角技术等级呈现跳跃式发展，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大幅提升，但随后而来的“用工荒”对

珠三角造成了较大的打击，技术进步受到牵制，全要素生产率指数一直落后于长三角。综合来看，长三角的技术等级要高于珠

三角，但长三角和珠三角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平均值均小于 1，尤其是珠三角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近年来一直较低，在很大程度

上限制了珠三角的经济发展。 

表 2长三角和珠三角全要素生产率指数 

年份 长三角 珠三角 年份 长三角 珠三角 年份 长三角 珠三角 

1979 1.022 1.002 1992 1.061 1.039 2005 0.987 0.982 

1980 0.997 1.057 1993 1.038 1.001 2006 1.001 0.989 

1981 0.999 0.969 1994 1.013 0.974 2007 1.001 0.997 

1982 0.963 0.962 1995 1.000 0.960 2008 1.002 0.975 

1983 0.976 0.952 1996 0.973 0.959 2009 0.982 0.947 

1984 1.023 1.010 1997 1.000 0.988 2010 1.002 0.973 

1985 0.999 1.032 1998 0.996 0.976 2011 0.993 0.959 

1986 0.928 0.993 1999 1.005 0.972 2012 0.993 0.949 

1987 0.954 1.068 2000 1.021 0.998 2013 0.999 0.955 

1988 0.992 1.021 2001 1.000 0.99 2014 1.000 0.955 

1989 0.933 0.958 2002 1.000 0.997 2015 1.002 0.956 

1990 

1991 

0.958 

1.016 

0.992 

1.043 

2003 

2004 

0.997 

1.005 

1.003 

1.006 
平均值 0.995 0.988 

2.长三角和珠三角的技术类型 

本文用技术进步偏向性测定技术类型，通过构建 CES 生产函数来求解，函数形式设为: 

 

其中，σi表示 i 地区资本与劳动的替代弹性，πKi和πLi分别为 i 地区资本和劳动对产出的作用系数。借鉴 Hicks(1932)和

Acemoglu(2001)做法[17-18]，设定技术进步偏向性指数（TBi)为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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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ALi(t)和 AKi(t)分别为 t时期 i地区的劳动和资本的技术效率，也称劳动和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 

 

将要素技术效率的增长率设定为如下形式: 

其中，γLi和γKi分别为 i 地区劳动和资本技术效率的增长参数，λLi和λKi分别为 i 地区劳动和资本技术效率的曲率，φi

表示 i地区的规模因子。参考 Klump 等(2007)的分析方法，将生产函数标准化并构建三方程标准化系统[20]: 

 

最后，利用 SUR 模型及可行的广义非线性最小二乘法对参数进行估计。 

上述模型一共涉及产出、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五个初始指标，数据来源以及产出、劳动投入、资本

投人变量同上。对于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根据收人法进行划分，其中生产税按照比例分摊。具体计算公式为:劳动收入=劳动

报酬+生产税净额×劳动报酬/(劳动报酬+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资本收人=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生产税净额×(固定资

产折旧+营业盈余)/(劳动报酬+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根据上述方法对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技术类型进行测算，初始值

的选取借鉴 Le0n-Ledesma 等(2010)的做法[21]，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长三角和珠三角标准化三方程参数估计结果 

参数 
长三角 珠三角 

① ② B② ① ② B② 

规模因子 0.8300*** 0.7674*** 0_7633*** 0.6798*** 0.7158*** 0.7109*** 

资本技术效率增长率 0.0104 -0.0272*** -0.0245*** 0.0387*** 0.0445 0.0561 

资本技术效率曲率  1.1915*** 1.1843*** - 0.7091*** 0.7362*** 

要素替代弹性 0.9898*** 0.8008*** 0.8322*** 1.3416*** 1.2737#** 1.2174*** 

资本的产出作用系数 0.5013*** 0.4426*** 0.4327*** 0.4337*** 0.4245*** 0.4169*** 

劳动技术效率增长率 0.0579 0.0983*** 0.0977*** 0.0676*** 0.0593** 0.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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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技术效率曲率  1.5157*** 1.5675*** - 0.7603*** 0.7281 

滞后项 -51.9197 -63.7486 -64.3265 -53.5066 -71.6302 -73.3609 

观测数 37 37 37 37 37 37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下显著。 

为了确保结果的准确性，分别采取了不变技术进步率(表 3 结果①)和 Box-Cox 型技术进步率(表 3 结果②)两种方法进行测

定，两种方法的测算结果差异不大，但显著性不同。由于通常条件下要素增进型技术效率的曲率不为 1，因此我们选取结果②更

为合理。为了进一步验证结果的稳健性，采用基于残差项的 Bootstrap 方法对结果②进行检验，得到结果 B②，与结果②差异不

大。三种测算结果均表明：长三角的要素替代弹性小于 1，即劳动与资本存在互补关系;珠三角的要素替代弹性大于 1，即劳动

与资本之间存在替代关系。陈晓玲等(2012)采用不变技术进步率的方法也得到了珠三角要素替代弹性大于 1 的结果[22]。将结果

②代入前述公式，可得到长三角和珠三角的要素增进型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偏向性指数，主要年份的测算结果如表 4 所示。长

三角多数年份的技术进步劳动偏向性指数及其均值小于 0,总体表现为资本偏向型技术;珠三角技术进步劳动偏向性指数均值大

于 0,总体表现为劳动偏向型技术。 

表 4长三角和珠三角要素增进型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偏向性指数 

年份 

长三角 珠三角 

劳动增进型 

技术进步 

资本增进型 

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偏 

向性指数 

劳动增进型 

技术进步 

资本增进型 

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偏 

向性指数 

1978 0.3118 0.4717 - 0.1726 0.2353 - 

1982 0.2741 0.5760 0.0068 0.2613 0.1925 0.0257 

1986 0.3392 0.5381 0.0067 0.3369 0.2566 -0.0353 

1990 0.3363 0.4935 0.0404 0.4102 0.3947 0.0121 

1994 0.7893 0.3727 -0.0234 0.6502 0.5409 0.0796 

1998 1.2111 0.3348 -0.0854 1.3291 0.2556 0.7375 

2002 1.6950 0.3218 -0.1126 1.3578 0.4234 0.2676 

2006 3.5043 0.2280 0.0007 1.0572 0.8941 -0.0902 

2010 4.5114 0.2362 -0.6669 1.3199 0.8956 -0.1082 

2015 4.1939 0.3171 -0.0372 2.4010 0.5077 0.3152 

均值 1.6828 0.3841 -0.0269 0.8764 0.4817 0.0448 

三、技术引进来源地对地区技术结构的影响 

1.模型构建与数据处理 

我国的技术引进主要通过外商直接投资（FDI)和国际贸易两个渠道（朱平芳等，2006)[23]。因此，本文从 FDI 和国际贸易（进

口贸易）两个方面考察不同技术引进来源地的技术溢出效应。为考察不同技术引进来源地对技术等级和技术类型的影响，引入

地区虚拟变量，将 FDI 和进口贸易的来源地分为港澳台地区和其他地区，结合控制变量，构建影响因素分析模型（具体的变量

含义和指标处理参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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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技术结构影响因素模型的变量含义、选取指标及处理方法 

变量 变量含义、选取指标及处理方法 

技术等级（TFP) 由 DEA 求得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 

技术类型（TB) 由三方程标准化系统求得的技术进步偏向性指数表示（王林辉等，2015)[24] 

港澳台地区进口技术溢出（IMH) 各省市从港澳台地区进口贸易额占 GDP 增加值的比例 

其他地区进口技术溢出（IMF) 各省市从其他地区进口贸易额占 GDP 增加值的比例 

自主研发(R) 

各省市新产品开发经费资本存量，以消费价格指数对其折算，参照吴延兵(2006)的方法确

定资本存量，折旧率为 14%，增长率为各省市新产品开发经费 1978 年不变价格的平均增

长率[25] 

港澳台地区 FDI 技术溢出（FDIH) 各省市港澳台企业从业人员占年末从业人员数的比例 

其他地区 FDI 技术溢出（FDIF) 各省市其他外资企业从业人员占年末从业人员数的比例 

人力资本存量(HR) 
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处理方法为:文盲 2年、小学 6年、初中 9年、高中 12 年、大专及以上

16 年（白雪梅，2004)[26] 

要素禀赋结构(KL) 资本存量与年末劳动者人数的比值为（劳均资本量） 

长三角和珠三角各变量的数据来自《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1994 一 2016 年《上海市统计年鉴》

《浙江省统计年鉴》《江苏省统计年鉴》《广东省统计年鉴》、1991 一 2016 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 1989—2016 年《中国

劳动统计年鉴》，个别缺失数据根据回归关系或平均增长率确定。由于江苏省到 1993 年才开始有按国别区分的进出口数据，因

此研究时期为 1993—2015 年。由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具有明显的外向型特征，FDI 与进口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需要消除

变量之间多重共线性的影响。参照王班班等(2014)的做法[27]，分别用进口贸易和自主研发对 FDI 做 OLS 回归，然后用这些回归

的残差值来代表剔除了共线性影响的进口变量和自主研发变量，在此基础上对技术等级和技术类型的影响因素分别进行回归。 

2.技术引进来源地对长三角和珠三角技术等级的影响 

在充分考虑组间异方差和组间同期相关性的基础上，对长三角的技术等级采取适用于长面板的面板校正标准误方式进行回

归，并以固定效应作为稳健性检验。表 6 中的回归结果显示，个体虚拟变量之间确实存在固定效应且时间趋势显著，验证了方

法的适用性。由于珠三角为时间序列数据，为了增强与长三角的可比性，引入地区虚拟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由于技术引进以港

澳台地区和日本、新加坡、韩国和欧美等发达国家为主（白红菊，2013)[9]，因此，以英、法、德、意、美、日、韩等发达国家

（以下简称发达国家)数据代替其他地区数据再次进行稳健性检验。表 6中的（1)为面板校正的标准误回归结果，（2)为采用发

达国家数据的回归结果，（3)为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 

表 6 的回归结果显示，港澳台地区的技术溢出对长三角的技术等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进口和 FDI 技术溢出的作用强

度相似;而发达国家的技术溢出对长三角技术等级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进口技术溢出的作用系数更大。这表明，长三角技术

等级的提升与发达国家的技术溢出密切相关，这与通常的研究结论相符。另外，自主研发也对技术等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但作用系数不高，这符合发展中国家的技术等级现状，同时也体现了长三角地区的外向型经济特点，技术进步主要来源于技术

引进。人力资本对技术等级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与人力资本的计算方法有关，由于统计年鉴中的最高学历只划分到大专及以

上，并不能反映出长三角地区高学历的人力资本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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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长三角和珠三角技术等级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自变量 
长三角 珠三角 

(1) (2) (3) (1) (2) 

常数项 0.5320(0.407) 0.6920(0.468) 0.0050(0.509) 3.0018***(0.004) 2.6746***(0.009) 

港澳台地区进口技术溢出 -0.0971**(0.026) -0.0531**(0.024) -0.1820**(0.028) -0.1181***(0.003) -0.0815**(0.010) 

其他地区进口技术溢出 0.1720**(0.033) 0.0932**(0.027) 0.2950**(0.038) 0.079(0.113) 0.0541(0.254) 

自主研发 0.0118**(0.014) 0.0081**(0.013) 0.0457**(0.018) 0.1691***(0.000) 0.1699***(0·000) 

港澳台地区 FDI 技术溢出 -0.1130**(0.038) -0.1360**(0.038) -0.0905**(0.046) -0.3584***(0.000) -0.3905***(0.000) 

其他地区 FDI 技术溢出 0.1240**(0.038) 0.1510**(0.040) 0.1580**(0.047) 0.4994***(0.000) 0.5225***(0.000) 

人力资本存量 -0.0711(0.197) -0.1160(0.218) 0.3070(0.245) -1.2202***(0.004) -1.0430**(0.011) 

个体虚拟变量(2) -0.2850*(0.062) -0.2370*(0.064)    

个体虚拟变量(3) 0.3650**(0.024) 0.3650**(0.023)    

时间趋势项 0.0264***(0.004) 0.0359***(0.004)    

地区虚拟变量    1.6411
***
(0.000) -1.7173

***
(0.000) 

Wald/F 值(P 值） 3998.22(0.000) 3837.05(0.000) 240.83(0.000) 812.97(0.000) 52.14(0.000) 

R2 0.982 0.980 0.962 0.981 0.820 

样本数 69 69 69 92 92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下显著。 

而从珠三角技术等级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看，除了其他地区进口技术溢出外，其他因素的影响均在 5%的水平上显著。从技

术来源地看，来自于港澳台地区的进口和 FDI 技术溢出都表现出负向作用，说明港澳台地区的技术溢出不能促进珠三角的技术

进步，反而会抑制技术等级的提升;而来源于其他地区的进口和 FDI 技术溢出对技术等级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总体来看，来

源于其他地区的技术溢出作用强度略大于港澳台地区，且 FDI 技术溢出的作用略大于进口技术溢出。另外，自主研发对珠三角

地区的技术等级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人力资本却起到了显著的抑制作用，说明现有的人力资本状况不能满足珠三角技术

等级提升的需求，这也与珠三角缺乏高技能人才的现实相符(魏巍等,2017)[28]。 

综合来看，各变量对长三角和珠三角技术等级的影响类似，都是港澳台的技术溢出呈现负向影响，其他地区的技术溢出和

自主研发呈现正向影响，且其他地区的技术溢出效应要大于港澳台地区，FDI 的技术溢出效应要大于进口。由于珠三角特殊的地

理位置带来了大量港澳台地区的技术引进，而长三角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更多，进而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长三角的技术等级高

于珠三角。 

3.技术引进来源地对长三角和珠三角技术类型的影响 

采用类似的实证方法对技术类型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7 所示。对长三角技术类型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中，除

了港澳台地区进口技术溢出外，三个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原因可能是长三角进口贸易中还存在一部分进口再出口的影响没有剔

除，使结果呈现了一定的不稳定性。由于（1)和(2)的结果基本一致，且这两个回归结果的拟合优度也高于结果（3)，因此重点

关注（1)和（2)的结论。港澳台地区的进口和 FDI 技术溢出对劳动偏向型技术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且 FDI 技术溢出的系数更

大;而发达国家进口和 FDI 技术溢出对劳动偏向型技术呈显著的负向影响，且进口技术溢出的系数更大。说明港澳台地区的技术

溢出促使长三角地区技术类型朝劳动偏向型方向发展，而发达国家的技术溢出促使长三角地区技术类型朝资本偏向型方向发展，

这与大量相关研究表明的发达国家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特征相符。另外，长三角的自主研发对劳动偏向型技术具有显著的促进

作用，这可能是由于所引进的发达国家技术的资本偏向程度高于与长三角适配技术的资本偏向程度，需要通过自主研发来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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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长三角的要素禀赋结构对资本偏向型技术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侧面反映了长三角的劳均资本比例较高，已接近于发达国

家，进而带动了资本偏向型技术的发展。 

表 7长三角和珠三角技术类型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自变量 
长三角 珠三角 

(1) (2) (3) (1) (2) 

常数项 -0.0665**(0.018) -0.0759**(0.020) -0.0516**(0.021) 0.0649(0.146) 0.0474(0.297) 

港澳台地区进口技术溢

出 
0.0052***(0.003) 0.0003***(0.003) -0.0012***(0.003) 0.0292***(0.004) 0.0261**(0.013) 

其他国家进口技术溢出 -0.0171***(0,005) -0.0088***(0.003) -0.0079***(0.004) -0.0204**(0.032) -0.0106(0.274) 

自主研发 0.0046***(0.001) 0.0060***(0·001) 0.0071***(0·002) 0.0211***(0.001) 0.0204***(0.005) 

港澳台地区 FDI技术溢出 0.0145***(0.004) 0.0165***(0.004) 0.0164***(0.005) 0.0645***(0.000) 0.0678***(0.000) 

其他地区 FDI 技术溢出 -0.0133***(0.004) -0.0165***(0.004) -0.0122***(0.005) -0.0619***(0.000) -0.0692***(0.000) 

要素禀赋结构 -0.0279***(0.005) -0.0234***(0.006) -0.0229***(0.005) -0.0335(0.126) -0.0288(0.245) 

个体虚拟变量(2) 0.0758***(0.06) 0.0702***(0.006)    

个体虚拟变量(3) -0.05710.002) -0.0565***(0.002)    

时间趋势项 0.0019***(0.001) 0.0007***(0.001)    

地区虚拟变量    0.4353***(0.000) 0.4071***(0.000) 

Wald/F 值(P 值） 780.9(0.000) 812.97(0.000) 27.56(0.000) 51.33(0.000) 48.72(0.000) 

R2 0.983 0.981 0.744 0.818 0.810 

样本数 69 69 69 92 92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下显著。 

从珠三角技术类型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看，除了要素禀赋结构和发达国家的进口技术溢出外，其他变量均通过了 5%的显著

性水平检验。这说明珠三角的要素禀赋结构发生了改变，“用工荒”和劳动力成本上涨等问题使珠三角的劳动力减少，要素禀

赋结构对劳动偏向型技术产生了抑制作用。港澳台地区的进口和 FDI 技术溢出都显著促进珠三角劳动偏向型技术的发展，且 FDI

技术溢出的效应更加明显;而来源于其他地区的进口和 FDI 技术溢出却抑制珠三角地区劳动偏向型技术的发展，同样是 FDI 技术

溢出的效应更加显著。总体来说，港澳台地区技术溢出的影响略强于其他地区，FDI 技术溢出的作用大于进口技术溢出。另外，

自主研发对珠三角劳动偏向型技术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说明珠三角的自主研发仍然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为主。 

综合来看，港澳台和其他地区技术溢出对长三角和珠三角技术类型的影响也具有相似性，即均为港澳台地区技术溢出促进

劳动偏向型技术发展，发达国家技术溢出抑制劳动偏向型技术发展。因此，由于珠三角对港澳台地区技术的大量引进和长三角

对于发达国家技术的青睐，导致珠三角技术类型呈现劳动偏向型的特征，而长三角技术类型呈现资本偏向型的特征。 

四、结论及启示 

在技术等级（全要素生产率)方面，受渐进式改革开放政策的影响，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珠三角的技术等级整体高于长三

角;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得益于上海浦东新区的建设发展，长三角的技术等级总体高于珠三角。在技术类型方面，长三角的技

术总体上偏向资本，而珠三角的技术总体上偏向劳动。长三角和珠三角的技术引进来源地存在明显的差异，长三角的技术引进

主要来源于发达国家，珠三角的技术引进主要来源于港澳台地区。无论是在长三角还是在珠三角，来源于英、法、德、意、美、

日、韩等发达国家的技术溢出均有利于技术等级的提升，并使其技术类型朝资本偏向型方向发展;而来源于港澳台地区的技术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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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均抑制了技术等级的提升，且使其技术类型朝劳动偏向型方向发展。不同来源地的技术溢出对地区技术结构的影响是不同的，

而同类来源地的技术溢出对不同地区技术结构的影响是相似的，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长三角与珠三角在技术结构上的差异。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珠三角之所以能够在改革开放早期迅速崛起，除了政策因素外，主要是因为当时劳动力较为廉价，且临近港澳台的

地理位置发挥了重要的区位优势，对港澳台地区技术的大量引进适配了其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发展需求，劳动偏向型的技术进

步促进了珠三角的经济起飞。但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产业结构逐步调整，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开始取代劳动密集型行业成

为经济发展的主力，来源于港澳台地区的技术溢出效应与珠三角的产业发展需求产生了背离，无论是在技术等级上还是在技术

类型上均表现出较强的不适配性，从而抑制了珠三角的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 

第二，浦东新区的开放和发展，极大地促进了长三角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引进，并与我国加快工业化进程和扩大资本投入的

发展战略相契合，也适配了地区产业发展需求和要素禀赋结构。来源于发达国家的技术引进无论在技术等级还是在技术类型上

均与长三角的经济发展需求相吻合，因此，资本偏向型的技术进步促使长三角的经济发展迅速上位，甚至超越了珠三角的技术

等级，实现了要素、产业、技术的联动发展。 

第三，无论是长三角还是珠三角，要想提升技术等级，都需要引入发达国家的技术，并提升自身的研发水平。但值得注意

的是，在技术引入过程中，技术水平和类型都要与当地的要素禀赋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宜。同时，高层次人力资本是带动

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相比于长三角，珠三角对高技能人才的引进更为迫切，这是进一步促进珠三角经济发展的关键。 

第四，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成本持续上涨，珠三角地区依赖廉价劳动力发展的传统模式难以为继。为了彻底扭

转这种不利局面，珠三角地区需要改变技术结构，促进资本偏向型技术的发展。要加大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引进和 FDI 引进，并

增强自主研发能力，逐渐改变技术类型，寻求要素禀赋、技术进步、产业发展三方融合的发展路径。 

第五，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调整，资本和技术偏向型技术必将成为产业发展的主导。

而目前，长三角和珠三角的自主研发仍以劳动偏向型技术为主，因此应及时转变技术研发方向，以契合未来经济发展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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